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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澳門《華僑報》“和”“戰”之爭

[摘	 要] 抗戰時期的澳門，成為孤懸海外的“中立區”。但是日軍和敵偽並未放鬆對澳門的

“和平攻勢”，他們通過創辦偽報以及對澳門既有的主流中文報紙施加影響，宣傳所謂的“大

東亞共榮”。為應對“和平攻勢”，《華僑報》開闢“讀者園地”欄目，讀者們圍繞“和”與

“戰”的問題，展開了激烈論戰。通過論戰，澳門民眾對甚麼是真正的“和平”，“抗戰”的必

要性及“抗戰”前途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日本和敵偽在澳門的“和平攻勢”。

[關鍵詞] 澳門　華僑報　和平攻勢　抗戰

全面抗戰爆發後，日本法西斯一再對中國進行“和平誘降”，以達成其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

的。汪精衛的出逃投敵可謂是日本誘降政策的初步“成功”，在汪精衛組建南京偽國民政府後，

日本法西斯並未放鬆其和平攻勢。學界對戰時“和運”輿論反應的研究成果豐碩， 1  這些研究主

要包括相關誘降政策在當時的運用及效果，以及當時主流媒體對日本“和運”的揭露與認識等。

有關普通民眾對“和平誘降”政策認識的研究，似乎尚不夠深入。本文擬以抗戰時期澳門《華僑

報》為主要文獻史料， 2  探究《華僑報》迫於日本及日偽勢力壓力，發表“和平”社論，後又在

讀者壓力之下，開闢“讀者園地”欄目，讀者們圍繞“和”與“戰”的問題，展開了激烈論戰，

從而使得澳門民眾對“和平誘降”以及“抗戰”的認識更為透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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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抗戰宣傳》，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王永恆：《媒體的力量──抗戰時期的〈新華日報〉及其影

響》，華中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4年；張繼木：《張季鸞抗戰言論研究》，華中科技大學博士學位論

文，2013年。

2  1937年11月20日，趙斑斕、雷渭靈受香港《華僑日報》社長岑維休委派，在澳門創辦澳門《華僑報》。由於

《華僑報》刊發的新聞較當時其他澳門的報導及時，很快發展為澳門的一份主流中文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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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戰時期澳門輿論環境

抗戰時期，葡萄牙一直保持“中立國”地位。澳門作為葡萄牙政府所管制的地區，在國際法

的層面上獲得了不受中日兩交戰國侵犯的法律地位。因此，當內地戰事緊張之際，澳門就成為內

陸民眾特別是廣東地區難民的重要避難場所（表1）。

表1　1924－1942年澳門人口總數表（單位：人）

年份 1924 1927 1937 1939 1940 1942
人口總數 190,306 157,175 150,000 245,194 374,737 450,000

資料來源：	該表資料據莫世祥等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1887－1946年）》，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

347頁；古萬年、戴敏麗：《澳門及其人口演變五百年（1500－2000年）──人口、社會及經濟探索》，澳

門﹕澳門統計暨普查司，1998年，第83頁；[葡]施白蒂著：《澳門編年史︰二十世紀（1900－1949）》，金

國平譯，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年，第83、289頁等資料整理而成。轉引自馮翠：《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

華人社會──以慈善救濟為中心的研究》，暨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第79頁。

抗戰的爆發及難民的湧入，也為澳門報業發展提供了契機。抗戰初期，澳門有《朝陽日

報》、《大眾報》、《澳門通報》、《新聲日報》、《平民報》、《民生報》和《澳門時報》七

家主流中文報紙，他們擔負起抗日救國宣傳的重任，貫徹抗日救國立場。由愛國報人陳天心創

辦、曾枝西女士投資的《大眾報》和由愛國報人陳少偉斥資創辦的《朝陽日報》始終堅持着抗戰

救國的立場，陳仲靄創辦的《新聲日報》也站在抗戰的陣線上，《澳門時報》的創辦人陸翼南以

及《民生報》的創辦人文非一等以個人身份加入到抗戰的行列。只有極少數人因立場搖擺不定最

終受日偽利用。由於《朝陽日報》和《大眾報》聯合發起組織救國社團和致力於救亡活動，在社

會上享有頗高聲譽，因此無形中成為當時從事抗日救國宣傳的鮮明旗幟。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澳門新聞界鑑於國難當前，為支援抗戰，有加強團結的必要性。在

當年9月，由文非一、陳少偉、陳天心、陳仲靄等聯同發起，組織“澳門新聞記者聯合會”，12月

5日正式成立，會址位於《民生報》報社三樓，選舉陸翼南、文非一、陳仲靄、陳少偉、陳天心等

為首屆理事，推舉資深老報人陸翼南為主席。澳門新聞記者聯合會為支援抗戰，曾與“各界救災

會”等社團聯合舉辦遊藝大會義演，社會名流徐偉卿、梁彥明及報界前輩文非一等亦應邀登場，

觀眾反應熱烈，籌款取得優異成績。

1940年，澳門政治情勢開始逐步惡化，一般戶外籌募救亡和宣傳活動被迫停止，同時數家報

紙亦先後停版，加上經費支絀等原因，澳門新聞記者聯合會就此停頓。一部分新聞同業又於1941

年夏，再次發動重組新聞界組織，易名“記者聯會”，響應參加者不多，雖成立但影響有限。其

主要原因如下：一、當時出版的報紙僅三家，可說“買少見少”；二、1941年澳門的政治情勢持

續惡化，不少報人無意再加入報業組織。因此記者聯會工作難以展開，成立僅半年左右，會務即

出於停頓狀態中。 1

但日本侵略者仍對澳門施加了不少影響力。面對日方的壓力，澳葡政府在抗戰時期對新聞出

版事業進行嚴格管制。從1938年起，全澳門的中文報紙均要在付印前將清樣送至澳葡政府華務

1  陳大白：〈澳門新聞事業一頁奮鬥史──五十多年來光榮業績紀要〉，《天明齋文集》，澳門︰澳門歷史學

會，1995年，第155－1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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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屬下的新聞檢查處進行嚴格檢查，如有過激的抗日言論或對政府的批判，則嚴禁刊出，就連報

紙上的廣告文字也不例外。到1939年，日方繼續向澳葡政府施壓，“禁止在澳門殖民地的華文

報紙上刊登反對南京政府的文章”。 1  1941年前後，漢奸劉傳能在澳門創辦偽報《西南日報》，

為日軍侵略塗脂抹粉，宣傳所謂“大東亞共榮”。1941年8月20日，日本陸軍省發佈《對澳門施

策要領》，其中在宣傳方面，要求澳葡當局“將遊行示威，反日言論以及結社等事，予以徹底取

消”，“將中國報紙以及外文報紙中有關反日以及反國民政府（汪精衛政府）的言論、報導、電

影、政治運動等事一律予以嚴厲取締”。 2  1939年，日本向澳葡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不僅僅是

中文禁止刊登反日言論，外文報紙亦不能倖免，遊行結社等事也不能進行。陳大白先生的記述也

應證了此則史料。1942年起，澳葡當局的新聞檢查較前更為嚴苛，有時更因抽檢和留問（當晚未能

放行）的稿件太多，以致當晚報紙無法排成完整一版，而在版面留出空白位，俗稱“開天窗”。 3

《華僑報》作為澳門抗戰時期的主流中文報紙，自然難以獨善其身。不僅要應對嚴苛的新聞

審查，還要應對敵方勢力的施壓。1940年3月9日，趙斑斕在社論中向澳門新聞界同業進言，稱

“澳門中國新聞記者，鑑於環境的需要，最近已加緊團結起來”，要團結一致完成報人的責任，

最重要的是“我們雖或不能說出我們心裏所要說的話，但我們絕對不能造任何一方面的傀儡，或

任何一方面的走狗，而說自己不願說的話，我們縱然不能報道眞確的消息，但亦不能顚倒黑白，

以虛偽的新聞欺騙世人，這是在不得已的環境中，最消極與最後的步驟”。 4 《華僑報》既要堅

守中立立場，亦不願“以虛偽的新聞欺騙世人”，同時也稱這是不得已的環境中“最消極與最後

的步驟”。在此篇社論之後，直到1942年7月1日前，《華僑報》僅發表三篇社論。 5  這三篇社論

都還是“真確的消息”，然而《華僑報》最終還是走上了“最消極與最後的步驟”。

二、《華僑報》上的“和”論

（一）社論中的“和平”之聲

1942年7月2日的社論〈從新做起來〉是最早探討“和平”的文章，“如果用和平的方法，

可以達到自由獨立幸福與富強，我們又何必要從事戰爭，使千萬生靈塗炭”，而且“為着中日兩

民族的前途幸福計，便不宜將仇恨加深，而應從事密切的合作”，之所以有這樣的主張，是“目

睹同胞的流離顛沛，國力日作無畏的浪費，所以不得不痛陳利害”。為何《華僑報》會發出“和

平”論調呢？可能確如其所述“不得不痛陳利害”，在此之前的兩三年，《華僑報》未刊登社論

讀者會“加以原諒”。 6  雖未明指究竟是甚麼原因，大致可以推論為新聞管制之故，但更可能是

1  《葛古諾訪日報告》，葡萄牙外交部歷史─外交檔案館，2。PA48，M217，轉引自金國平、吳志良：〈抗戰時

期澳門未淪陷之謎〉，《澳門公共行政雜誌》（澳門）2001年第1期。

2  《「対澳門施策要領」に関する件》，陸軍省，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04123340700。
3  陳大白：〈澳門新聞事業一頁奮鬥史──五十多年來光榮業績紀要〉，《天明齋文集》，澳門︰澳門歷史學

會，1995年，第157頁。

4  斑斕：〈為澳門同業進一言〉，《華僑報》（澳門）1940年3月9日，第1版。

5  三篇社論分別為：斑斕：〈德外長訪義〉，《華僑報》（澳門）1940年3月11日，第1版；〈美德戰爭不宣而

戰〉，《華僑報》（澳門）1941年9月13日，第3版；〈論澳門救濟工作〉，《華僑報》（澳門）1941年9月15
日，第2版。

6  斑斕：〈從新做起來〉，《華僑報》（澳門）1942年7月2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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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日特駐澳機關的壓力。時隔兩年多，再次刊發社論，且是頗為敏感的“和平”話題（表2），

不至於僅僅是巧合。

表2　1942年《華僑報》主要“和平”社論 1

時間 篇名 時間 篇名

1942.7.2 從新做起來 1942.8.15 “妥協”不是“和平”

1942.7.7 五年了 1942.8.25 思想鬥爭

1942.7.8 保持主動 1942.9.9 中日戰爭前途

1942.7.10 中日和平的障礙 1942.9.18 “九一八”十一週年紀念

1942.7.13 血濃於水 1942.10.28 “中國問題之真正解決”

1942.7.14 一談態度 1942.11.5 言論自由

1942.8.2 捨正路而不由中日實難和平

資料來源：由作者據《華僑報》1942年7月2日至1942年11月5日相關資料整理。

對於《華僑報》言論立場的轉變，有讀者就指出“甚至在去年七八月間，澳門的最大報紙

《華僑報》，在敵寇的命令之下，還發表了一大套和平的理論”。 2  面對讀者的質問，《華僑

報》稱自己“並不諱敗為勝，使國民昧於真正的戰局”，而為了國家、民族和華僑的利益，就必

須嚴格尊重澳門的“中立地位”。 3  在“和平”問題的探討中，該報能否始終如一的堅持“中立

地位”，而不會有所偏頗呢？

8月5日《華僑報》的社論雖強調“妥協”不是真正的“和平”，但又提出“中國是三民主義

的國家，日本也是民治民享民有的國家，兩大民族應共同負起改造東亞的使命，爭取一個大同的

世界”。 4  《華僑報》仍以“大東亞共榮圈”理論為其分析工具，甚至將其與三民主義並論。或

許因為讀者持續向《華僑報》施壓，該報表態“只要能達到自由平等的目的，我們願意肩上‘言

論的十字架’，向荊棘途中，邁步前進”。 5 《華僑報》認為其有言論鬥士的犧牲精神，並感歎

“立論之難也”！ 6  但其之後的言論仍難以服眾。

論及中日戰爭前景，《華僑報》陷入十分消極的狀態：“如果戰事再延長下去，我們最後勝

利馬上就來臨。這種信念雖是好的，但未免是幼稚和愚妄吧。” 7  甚至認為中日之間對“九一八

事變”認識的不同，是“由於對國家及民族觀念不同所致”，也“用不着再提起‘是誰之咎’的

問題”。 8  由此觀之，所謂背負“言論的十字架”就難以成立。

可能慮及社論的嚴肅性和代表性，加之來自讀者的質疑，《華僑報》在〈言論自由〉一文中

為“言論自由”辯護後， 9  直至抗戰結束，其社論基本未見“和平”論調。此種靜默，在某種程

1  〈從新做起來〉至〈一談態度〉，署名作者都是“斑斕”，即《華僑報》社長趙斑斕，其他未署名。

2  洪振：〈澳門：日魔掌心上的孤兒〉，《半月文萃》（桂林）1943年第1卷第11/12期，第48頁。

3  斑斕：〈一談態度〉，《華僑報》（澳門）1942年7月14日，第2版。

4  〈“妥協”不是“和平”〉，《華僑報》（澳門）1942年8月15日，第2版。

5  〈言論公約〉，《華僑報》（澳門）1942年8月18日，第2版。

6  〈思想的民主〉，《華僑報》（澳門）1942年8月26日，第3版。

7  〈中日戰爭前途〉，《華僑報》（澳門）1942年9月9日，第2版。

8  〈“九一八”十一周年紀念〉，《華僑報》（澳門）1942年9月18日，第2版。

9  〈言論自由〉，《華僑報》1943年11月5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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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可視為一種抗爭。《華僑報》社論中的“和平”論調，清楚的表明該報受到來自日本駐澳特

務當局和敵偽的壓力。如慮及當時澳門的“中立”地位和此時的政治社會環境，仍不能簡單地對

《華僑報》“蓋棺定論”。其一，此一時期，《華僑報》在澳門的“歸僑運動”中發揮着重要的

組織和宣傳作用。 1  其二，如果《華僑報》堅決抵制敵偽的壓力，那就很可能步其他中文報紙之

後塵，被迫停刊，從而使得《西南日報》在澳門戰時中文報紙中一家獨大。因此，《華僑報》社

論中的“和平”論調，故無可取之處，但維持報社運營，為“歸僑運動”發聲，為澳門民眾提供

正面的抗戰資訊，就不難看出《華僑報》的苦衷。

（二）敵偽侵略理論宣傳

早在“讀者園地”欄目開闢之前，就有人以“讀者”名義在“特載”欄目上發表“和平”理

論的宣傳文章。最早的一篇為〈民族的變態心理〉，認為中國朝野抗戰的最大原動力為“及汝皆

亡”的心理， 2  文章作者將國人的抗戰精神貶斥為“及汝皆亡”，而完全忽視了抗戰精神的內核

“保家衛國”。如果說布衣的論述還不那麼諂媚，那麼筆名為雲飛的作者在1943年初所發表的有

關日本“和平”理論的幾篇文章，就不能不令人警醒。其〈中日怎樣消除仇恨〉一文稱，日方迫

於英美的競爭壓力而侵略中國，表示“同情”和“理解”，還將日本的“八紘一宇”侵略思想與

中國的“世界大同”相提並論。 3  這篇以中國人名義寫的文章，無疑是在為日本侵略中國的行徑

進行辯護和粉飾。

不僅如此，雲飛還大肆誇讚日軍的作戰精神，“日本海陸軍人作戰犧牲的勇敢，實屬可歌可

泣”。 4 〈甚麼是共榮圈〉一文，闡釋了所謂“共榮圈”提出的歷史必然性，進而認為“東亞共

榮圈是東亞民族的共榮圈，而不是日本本位的東亞共榮圈”。 5 “讀者園地”欄目開闢之後，布

衣和雲飛又在該欄目上發表〈日本人眼中的中國戰力〉系列文章，宣傳“中日提攜”和“東亞共

榮圈”的侵略理論。 6  署名王天民的作者諂媚的表示“中國人如果願意，以後我們的子子孫孫都

因為我們的緊密合作，而不知不覺地變為願意與日本同甘共苦同生共死地做一個共榮圈的分子。

供給日本人所缺乏的物力、勞力和人力去參加大東亞戰爭，以‘增強日本的實力’，俾得對‘日

本的目的有所貢獻’，則中日和平當可實現”。 7  如果說雲飛的文章還有所掩飾，那王天民的言

詞則盡是奴顏婢膝的醜惡嘴臉，毫無羞恥之心。

若以《華僑報》社論〈從新做起來〉為起點，敵偽對其滲透可追溯至1942年7月。若以布衣

的〈民族的變態心理〉為起點，敵偽對《華僑報》的滲透，至少可以追溯到1943年1月13日，或謂

1  從1942年3月到1943年2月，《華僑報》以及澳門社會各慈善團體組織“歸僑運動”，説服來澳難民回鄉，使得

戰時難民潮帶給澳門的壓力逐漸減小。《華僑報》不僅發揮重要地組織和宣傳作用，還在代收善款等工作上為

歸僑運動作出重大貢獻。詳見馮翠：《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華人社會──以慈善救濟為中心的研究》，暨南大

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第183－209頁。

2  布衣：〈民族的變態心理〉，《華僑報》（澳門）1943年1月13日，第2版。

3  雲飛：〈中日仇恨怎樣消除〉，《華僑報》（澳門）1943年2月9日，第5版。

4  雲飛：〈談思想戰〉，《華僑報》（澳門）1943年2月20日，第2版。

5  雲飛：〈什麼是共榮圈〉，《華僑報》（澳門）1943年3月12日，第2版。

6  布衣：〈日本人眼中的中國抗戰力量〉，《華僑報》（澳門）1943年4月13日，第2版；布衣：〈日本人眼中的

中國抗戰力量（二）〉，《華僑報》（澳門），1943年4月23日，第2版；雲飛：〈日本人眼中的中國抗戰力量

（三）〉，《華僑報》（澳門）1943年4月23，第3版。

7  王天民：〈共榮圈與中日和平〉，《華僑報》（澳門）1943年4月16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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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偽進一步加強對《華僑報》的滲透。 1  此種觀點較為可信，其一，從這篇〈民族的變態心理〉

開始，《華僑報》上的敵偽文章，大多都比較直白，甚少粉飾；其二，就是此時間節點是在汪偽

南京國民政府向英美宣戰之後，汪偽宣傳部即制定編撰〈關於參戰的宣傳要點〉和〈參戰宣傳計

劃〉等配套宣傳文件， 2  為其參戰和“和平建國”作進一步宣傳。由於直接史料的缺失，尚不知

敵偽勢力是如何直接影響到《華僑報》。但從《西南日報》社長劉傳能的相關史料可略作管窺。

劉傳能曾作為“中方代表”，出席1941年8月舉行的“東亞新聞記者大會”。 3  會議的目的在於

動員東亞新聞界為“闡揚東亞新秩序，建設思想，而與彼維護舊秩序者戰……為東亞文化之融合

者創造，盡其最大之努力”。 4  作為代表，劉傳能在《西南日報》盡其宣傳“東亞新秩序”之能

事。然而，如能影響《華僑報》乃至澳門新聞界，自能事半功倍，他至少部分地達到了此目的。

《華僑報》稱劉傳能“為人正直，對社會不平事件，時作正義呼聲，新聞協會之成立，厥功最

偉”。 5  正如陳大白所言，“當年劉傳能、陳昌文仰承其主子之命”，重新改組“記者聯會”，

並易名“澳門新聞協會”，且在暗中展開活動，最終實際控制了“澳門新聞協會”。 6  由此可

知，劉傳能很可能充當向《華僑報》直接施壓的推手，通過控制“澳門新聞協會”進而影響《華

僑報》。

（三）讀者對“和平”的認識

《華僑報》在1943年3月開闢“讀者之聲”（後改為“讀者園地”）欄目，接收各類讀者投

稿，不論是主和還是主戰的文章，大多能得到發表，其中的是非曲直則留待該報讀者去評判。 7  

這可能是敵偽“和平攻勢”策略上的轉變，抑或是《華僑報》“言論鬥士”精神的再度萌發。但

不論是哪種原因，《華僑報》上可以刊載讀者的“抗戰”文章，就是明顯的進步（表3）。

表3　讀者之聲、讀者園地“和”“戰”文章統計（1943年3月至8月）

序號 時間 作者 持“和”文章 時間 作者 持“戰”文章

1 1943.3.22 吳達人 東亞和平曙光已現 1943.3.26 羅瑛
讀吳達人先生“東亞和平曙

光已現”後

2 1943.3.31 張魯
論國際形勢──為和戰問題

而作
1943.4.1 蘇復中 和與戰

3 1943.4.4 吳達人 一個答覆 1943.4.3 若行 中日攜手的問題

4 1943.4.8 李素之 解鈴還須繫鈴人 1943.4.12 後生 怎樣“和平下去”

5 1943.4.10 遙遙 最後一擊又如何 1943.4.14 漁唱 不可忽視的“爭取民意”

6 1943.4.11 禪音 逆耳的論調 1943.4.17 羅瑛
國人對於和與戰應有的認	

識──並答覆張魯先生之問

1  布衣：〈民族的變態心理〉，《華僑報》（澳門）1943年1月13日，第2版。

2  汪偽政府宣傳部：《關於參戰的宣傳要點》，汪偽政府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3  〈東亞新聞記者大會出席列席代表名錄〉，《東亞新聞記者大會特輯》，南京︰惠文印書館，1942年，第13
頁。

4  〈東亞記者大會宣言〉，《東亞新聞記者大會特輯》，南京︰惠文印書館，1942年，第4頁。

5  〈人事篇〉，《澳門〈華僑報〉六周年紀念手冊》，華僑報社，1943年，第6頁。

6  陳大白：〈澳門新聞事業一頁奮鬥史──五十多年來光榮業績紀要〉，《天明齋文集》，澳門︰澳門歷史學

會，1995年，第160頁。

7  〈小啟事〉，《華僑報》（澳門）1943年4月3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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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943.4.13 布衣
日本人眼中的中國抗戰力

（譯文）
1943.4.18 雷萬里 中國需要真正的和平

8 1943.4.15 趙司馬
為《論國際形勢者》補充幾

句
1943.4.20 朱加

現在呼籲和平的人，是真正

愛好和平的嗎？

9 1943.4.16 王天民 共榮圈與中日和平 1943.4.24 娛幸 為《讀者園地》而作

10 1943.4.23 布衣
日本人眼中的中國抗戰力量

（二）（譯文）
1943.5.1 力言 着論壇

11 1943.4.23 雲飛
日本人眼中的中國抗戰力量

（三）
1943.5.6 潔貞居士 天祚中國

12 1943.5.11 李友亮 請教我們的父兄前輩 1943.5.7 譚楓 也是“和平問題”

13 1943.5.17 方子超 我也談一談和與戰 1943.5.15 張伯謙 寫給一位少年

14 1943.5.20 羅作藩
亞洲的諸葛孔明何在？讀李

友亮與張伯謙的文章後
1943.5.19 木華子 與李友亮君進一言

15 1943.5.24 羅作藩 中日都需要真正的和平 1943.5.26 秉口 只有戰爭可以解決戰爭

16 1943.5.30 謝天理 何以不能實現真正的和平 1943.6.14 黃廣 和李君談談

17 1943.6.5 李友亮 再來一次請教 1943.6.23 蕭守堅
我們需要爭取正義的和平，

和戰後的自由平等

18 1943.6.12 布衣 怎樣才算真正的和平 1943.7.28 毛考祥 問問日本的中國通們

19 1943.6.29 弱水 大家想想 1943.8.3 朱耀德 中日戰爭如何結束（上）

20 1943.7.5 黃浩然 大家請再想想 1943.8.4 朱耀德 中日戰爭如何結束（下）

21 1943.7.7 弱水 再想想之後

22 1943.7.30 張浩然
我也來談談中日和戰問題

（上）

23 1943.7.31 張浩然
我也來談談中日和戰問題

（下）

資料來源：由作者據《華僑報》1943年3月22日至1943年8月4日相關資料整理。

讀者間的“和”“戰”論爭，大致以吳達人1943年3月22日的〈東亞和平曙光已現〉為開

端，以1943年8月4日朱耀德的〈中日戰爭如何結束（下）〉為結束，持續近五個月，而此番論戰

能在澳門社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呢？

為達到“和平”的目的，敵偽很可能以“讀者”身份繼續發文，其中最典型的要屬吳達人，

他的一篇〈東亞和平曙光已現〉的文章，掀起了《華僑報》讀者“和”與“戰”的激烈論爭。該

文主要論點如下：一、“報怨以德”，中日應相忍相讓，然後可以共存共榮；二、中日戰爭，是

他國的挑撥離間，使我們兄弟之邦打鬥起來；三、中國如果再戰六年，會從吃素的馴牛變作飲血

的惡魔，獸性的發現不只會消滅東亞，甚至毀滅人類；四、中日兩大民族的攜手聯歡，是世界

永久和平的基石。 1  中國遭受了日本近六年的侵略，吳達人也從香港逃亡到澳門，然他竟然認

為自己的同胞會因為戰爭而成為飲血的惡魔，希望中國人民“報怨以德”，與日本民族“攜手聯

歡”。不論是情感還是理智上而論，這篇文章的“和平”觀點難以為一般讀者所接受。不久，讀

者羅瑛撰文嚴厲駁斥吳達人的謬論，強調戰爭責任在日本，中國抗戰之正確，而羅瑛最為擔憂的

則是普通讀者不察，而為“和平”言論所煽惑，妨礙抗戰前途。 2  很快此種擔心就得以應驗，

1  吳達人：〈東亞和平曙光已現〉，《華僑報》（澳門）1943年3月22日，第1版。

2  羅瑛：〈讀吳達人先生《東亞和平曙光已現》後〉，《華僑報》（澳門）1943年3月26日，第1版。

（續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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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張魯認為就盟國援助中國的國際形勢而言，中國的抗戰是在盲目浪費國力，是在“替人家打

仗”，在日本“揭起東亞民族團結之旗”之時，希望日本“以平等待我”。 1  讀者張浩然看到

“同文同種”的英美捨棄昔日同盟之國而相互合作，故“同文同種”的中日兩國雖“兄弟鬩於

牆”，也應該“外禦其侮”進行合作。 2  可見羅瑛的擔憂不無道理，在國民素質參差不齊並有大

量文盲存在的社會裏，加之敵偽“讀者”混淆視聽，普通讀者可能對輿論缺乏基本的判斷分析能

力。因此“和”論，特別是假以日本“和平”理論外衣的“和論”，極具迷惑性，戰時中國國力

又遠不及日本，由此產生的言“和”輿論在澳門公共輿論領域也有着一定市場，並形成一定負面

影響。

昧於抗戰形勢的“和平”論。羅作藩提出“中國民族至死不屈，苟有以屈辱代和平，重慶抗

戰政權必與之戰至同歸於盡”，可又認為“偉大的政治家在必要時可以認敵為友”，並以三國鼎

立局面的形成為例予以證明，強調中日間應出現“孔明”類的人物以消弭戰爭。 3  署名老農的讀

者認為歐戰的結局，不論怎樣對中日都是不利的，應該“趁着現在這個機會去謀和平”。 4  高中

生李友亮，因為受不了戰爭期間的顛沛流離和家人離散之苦，所以希望“和平”早日到來。 5

綜上可知，此一時期，在《華僑報》上談“和平”的不僅有《華僑報》的編輯，也有澳門普

通民眾，更有敵偽勢力。只是，由於各自出發點不同，他們關於“和平”的認識，也就有着顯著

的差異。《華僑報》編輯想談“和平”，則必須面對各方的壓力，包括敵偽和讀者。讀者談“和

平”，則壓力略小，但也有部分“讀者”的身份是高度值得懷疑的。敵偽談“和平”則肆無忌

憚。面對澳門社會甚囂塵上的“和平”論調，堅持抗戰的讀者也希望及時發出自己的聲音，批駁

“和平”言論以堅定“抗戰到底”的決心。

三、《華僑報》上的“抗戰”呼籲

“和平”攻勢使澳門部分民眾產生了困惑，但《華僑報》以及部分讀者及時站出來發聲，表

達對“抗戰到底”的支持，提出民心是抗戰勝利的有力保障，不應過度依賴盟國援助，“自力更

生”則是抗戰取得最後勝利的根本有效途徑。

（一）社論中的“抗戰”

除開闢“讀者園地”欄目、為讀者創作的抗戰文章提供發表平台之外，《華僑報》也適時在

社論中流露出對抗戰的支持，其主要在如下方面表現：

第一，關注國內局勢。〈戰時的生活〉一文，盛讚前方抗日戰士“惡戰苦鬥”，後方的勞動

者“埋頭苦幹”。文章批評道，與此種抗戰精神不相匹配的是大後方許多有錢人“盡情於物質的

享受與肉慾的歡狂”。 6  1942年12月，何應欽就任駐印中國軍隊總司令，雲南省主席亦兼任滇西

1  張魯：〈論國際形勢──為和戰問題而作〉，《華僑報》（澳門）1943年3月31日，第4版。

2  張浩然：〈我也來談談中日的和戰問題（下）〉，《華僑報》（澳門）1943年7月31日，第4版。

3  羅作藩：〈亞洲的諸葛孔明何在？讀李友亮與張伯謙的文章後〉，《華僑報》（澳門）1943年5月20日，第2
版。

4  老農：〈歐戰結局以後謀和平與現在謀和平，比較起來哪一個對中國為有利呢？〉，《華僑報》（澳門）1943
年7月23日，第2版。

5  李友亮：〈請教我們的父兄前輩〉，《華僑報》（澳門）1943年5月11日，第3版。

6  〈戰時的生活〉，《華僑報》（澳門）1942年11月12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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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總指揮，這都是對戰局影響頗大的人事任命。《華僑報》評論道，“中國抗戰，在求中國之獨

立與自由，不為他人作嫁衣裳”，我們希望“何總司令與龍雲總指揮到達前線後，對於‘把握印

度’與‘奪回緬甸’致其最善之努力”。 1  這樣的言論已經與此前散播敵偽“和平”理論大異其

趣，《華僑報》基本立場已站在重慶國民政府這邊。除關注國內形勢外，《華僑報》亦深知國際

援助對中國抗戰的重要性，此一時期的社論文章對盟國援華工作發出呼籲和建言。

第二，關注盟國戰場與爭取盟國援華。1942年底，盟軍開始進攻緬甸，《華僑報》看到其對

緩解滇西中國軍隊的壓力，盟軍向緬甸推進，“可以緩和日軍對滇的壓力”，“更可與中國軍隊

合力進攻，以收夾擊之效，而打通滇緬路之運輸”。 2  1943年2月26日，時任外交部長宋子文在美

發表談話，希望美國予以援助更多飛機。《華僑報》指出“中國的抗戰不僅為自身，同時也為了

盟軍而戰”。 3  隨着戰局進一步向盟國方向發展，盟國反攻日本計劃的制定也日益迫切。《華僑

報》建議盟國“應以大量武器運往中國，以支持中國實力。並利用中國的據點，以強大的空軍配

合中國之強大陸軍，實行反攻”。 4  《華僑報》在關心盟國戰局發展的同時，一直呼籲盟國加強

對華援助，並闡釋援助之緊迫性與必要性。無疑，這些言論表明《華僑報》大多時候是以中華民

族利益為根本前提的，為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在澳門的宣傳作出重要貢獻。

（二）嚴厲批駁“和平”言論

在羅瑛之後，又有不少清醒的讀者站出來批評吳達人的言論。讀者“後生”的批駁最為系

統，他指出除汪精衛贊同“和平”之外，舉國上下堅決拒絕，即便之後日本發動了幾次“和平攻

勢”，中國政府長期抗戰的國策也未發生動搖。至於中國為甚麼一直拒絕日本所謂和平的原因，

則是“日本希望我們中國接受它的‘和平’，但我們中國則必須在領土主權絕對完整的原則下始

願與日本談‘和平’，所以中日之間只有戰，不能和”。另外“日人攻華六年來損失的浩大，誰

也知道他們怎能甘心放下我們中國回到扶桑三島去？因此對於這樣的“和平”，我們就該“停

口”，更不要被“和平”迷惑了心眼，而鬆懈了“我們持久的戰鬥”。 5  該文對“和平”的認識

可謂一針見血，戳穿日本“和平”的外衣。

而羅瑛在撰文批駁吳達人之後，卻遇到張魯所謂的“請教”。對此，羅瑛不得不回擊張魯對

自己的指責，並就張魯“中國抗戰浪費國力”的謬論答覆道﹕“中國是為自衛生存而戰，並不是

替人家作戰。充其量只可說與盟國並肩作戰，中國所需的是自力更生自作□□，並不應有任何賴

外力的心。同時在各賢明長官領導下，國力是有相當的消耗，但並未嘗作盲目的浪費。” 6

因此，僅僅簡單地批評“和平”言論，指斥其“煽惑普通讀者，不利於抗戰”，似乎並不足

以讓在澳門的中國民眾看到“和平”真正的曙光。只有讓讀者們認識到抗戰的必要性，以及抗戰

勝利的“取勝之匙”，身處“中立區”的民眾方可在艱難的時局下，看到堅持下去的希望和對未

來的憧憬。

1  〈勸何應欽龍雲兩氏〉，《華僑報》（澳門）1943年1月4日，第2版。

2  〈盟軍進入緬甸〉，《華僑報》（澳門）1942年12月29日，第1版。

3  〈盟國重視東方戰場〉，《華僑報》（澳門）1943年5月25日，第1版。

4  〈遠東決戰繫於中國〉，《華僑報》（澳門）1943年8月14日，第2版。

5  後生：〈怎樣“和平”下去〉，《華僑報》（澳門）1943年4月12日，第2版。

6  羅瑛：〈國人對和與戰應有的認識──並答覆張魯先生之問〉，《華僑報》（澳門）1943年4月17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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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心是抗戰勝利的保障

得民心者得天下，關係到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戰爭，更是如此。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在此次“和戰”論戰中，蘇復中是第一個全面分析抗戰必要性和抗戰勝利希望的作者。 1  在〈和

與戰〉一文中，他指出“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就是中國簡單的和平條件”，但是日本卻不肯讓

步，因此“唯一的生存出路就只有戰爭”。在戰爭中，許多人看到帝國主義的種種滑頭措施，就

搖頭表示“我們既受他傳統政策所影響，幾乎是不可挽救的了”。面對這種悲觀情緒，蘇復中在

文章當中鼓勵人們“廣大的人民和土地中，卻潛藏着一種偉大而不可動搖的實力”，並舉紅軍長

征的實例進行論證。 2  蘇復中所強調的力量就是人民群眾的力量。第一個站出來批駁“和平”言

論的羅瑛，亦強調“繼續抗戰，不患人力物力之不足，而患民氣之不堅定”。 3

（四）提倡“自力更生”

澳門同胞認識到中華民族的抗戰有賴於人民群眾的力量，於此同時，他們也深刻意識到“倘

若更得聯合國家的盡力援助，勝利的曙光就照遍整個的大地了”。當然更為清醒的認識是“無論

環境怎樣的對我們有利，我們到底還要本着自力更生的抗戰初衷，不要依賴他人，才能得到自由

平等的獨立”。 4

為甚麼要本着“自力更生”抗戰意識呢？有論者認為當時的國際形勢下，“各國都各為自己

的利益打算，誰都不會真心誠意的幫着誰”，所以中國抗戰只能靠自己。 5  “六年來的過程，哪

有過多大的幫助，……所以中國的自衛戰鬥，是不會仰人鼻息的”，這位作者也強調抗戰是建立

在“我們一般人民之上”。 6

澳門民眾對盟國援助缺乏信心，並不是空穴來風。1942年中期開始，英美就逐步確立“歐洲

第一，亞洲第二”的戰略，先着力解決德意法西斯，再集中精力對付日本法西斯。加之盟軍援華

的重要路線──滇緬路中斷後，盟軍援華物資由數萬噸降到數百噸。 7  不論從戰略方面考慮，還

是實際的援助來觀察，似乎盟國不願全力支援中國的抗戰，故讓澳門民眾萌發“自力更生”的思

想。

當然澳門民眾對此種戰略的認識，畢竟是短視的，從整個二戰戰局觀之，此時盟軍作出這樣

的決定是有利於戰事發展的，但這個前提是中國必須在東方拖住日本法西斯。澳門讀者譚楓就認

識到了這一點“假如沒有中國拖住了日本的尾巴，太平洋上的決戰，英美是難保證勝利的”。 8  

毛澤東也是支持盟國的這一戰略決定“打倒了希特勒，解決日本便會是很順利的了”。 9

倡導“抗戰到底”的澳門民眾，當然期望和平的到來，但他們認識到，日本和（汪偽）南

京國民政府的“和平運動”，實乃“緣木求魚”。 10  他們大多持這樣的觀點︰“和平並不是天上

1  蘇復中可能是當時在澳門的中共黨員或支持同情中共的澳門人士，其名字“蘇復中”，有用蘇聯模式恢復中華

之意，且文章當中所舉的案例則是紅軍長征，故做此推論。

2  蘇復中：〈和與戰〉，《華僑報》（澳門）1943年4月1日，第2版。

3  羅瑛：〈國人對和與戰應有的認識──並答覆張魯先生之問〉，《華僑報》（澳門）1943年4月17日，第2版。

4  蘇復中：〈和與戰〉，《華僑報》（澳門）1943年4月1日，第2版。

5  趙司馬：〈為《論國際形勢者》補充幾句〉，《華僑報》（澳門）1943年4月15日，第2版。

6  若行：〈中日攜手的問題〉，《華僑報》（澳門）1943年4月3日，第2版。

7  〈盟軍放棄反攻緬甸嗎〉，《華僑報》（澳門）1943年4月21日，第1版。

8  譚楓：〈也是“和平問題”〉，《華僑報》（澳門）1943年5月7日，第2版。

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英勇鬥爭的二十二年〉，《毛澤東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頁。

10  謝天理：〈何以不能實現真正的和平〉，《華僑報》（澳門）1943年5月30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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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下來的，而是需要我們從戰爭中去努力爭取的，總之，我們得讓戰爭自己去求和平的解決，

其實只有從戰爭中去解決的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光榮的和平。” 1  另外，《華僑報》上的

“和”“戰”論爭，也引發澳門另一家中文報紙──《大眾報》的共鳴，並發表若干篇社論，揭

露敵偽的“和平”是“不徹底的和平，是虛偽的和平”。 2  可見，“和”“戰”論爭，已不限於

《華僑報》一家，在澳門社會產生了一定影響力。

其實，自汪精衛投敵之後，其所控制的報紙就進行過所謂的“和戰問題”討論。典型代表之

一是胡蘭成在香港《南華日報》上組織讀者就“和戰問題”進行討論，大力宣揚“和平建國”、

“再戰亡國”的賣國論調，並將“讀者”文章編輯成冊，繼續宣傳。 3  另一典型代表是汪偽機關

報《中華日報》，該報在1939年7月復刊後不久，即開闢“讀者呼聲”、“讀者論壇”欄目，為汪

精衛的“和平運動”搖旗呐喊，反對“抗戰建國”，甚至吹噓汪精衛為“不計抗戰論者之譏謗，

忘其今人之榮辱……惟努力於國家之復興，救人民於水火之中”的政治家。 4  但是這兩家報紙所

組織的“和戰問題”討論，“讀者”所發表的文章無一例外都地是積極回應“和平建國”，而無

支持“抗戰”乃至反對“抗戰”，他們的所謂“討論”也就成汪偽的一言堂。 5  與之相對比，澳

門《華僑報》上的“和戰論爭”，不僅有“和平”文章，更有大量支持“抗戰到底”和批駁“和

平運動”的文章。由此而論，在澳門艱難的輿論環境下，《華僑報》的確是有所作為，不能因其

刊載“和”論文章，而妄下定論。

結語

據《華僑報》歷史資料庫，可大致認定，《華僑報》在1940年3月9日之前，其在社論中表現

出來的立場，基本上能站在中華民族的利益上，是無可指摘的，可稱之為民族大義時期；1940年

3月9日至1942年7月2日間，幾無社論發表，可稱之為完全中立時期；1942年7月2日至1943年8月4

日，發表的社論及其他相關立場鮮明的文章，掀起“和”“戰”之爭，可稱之為抗爭圖存時期；

1943年8月4日至1945年8月15日，其社論中的文章大多偏向中國抗戰，可稱之為未完全中立時

期。

抗日戰爭攸關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每一位炎黃子孫都難以獨善其身，即便是“孤懸海外”

的“中立區”澳門亦如是。日本法西斯除了注重軍事方面的行動外，對新聞宣傳亦非常重視。 6 		

上文所引日本陸軍省的文件《對澳門施策要領》，可知日本對澳門施加了直接的影響。《華僑

報》刊登的所謂“和平”理論的文章，可間接證明此點。另外，署名雲飛、布衣等人的“和”論

文章，之後竟未有直接批駁的文章，這足以說明《華僑報》受到巨大的外部壓力。面對壓力，

1  後生：〈怎樣“和平”下去〉，《華僑報》（澳門）1943年4月12日，第2版。

2  〈和平的真諦〉，《大眾報》（澳門）1943年9月15日，第1版。

3  南華日報社編輯部編輯：《續和戰問題之討論》、《再續和戰問題之討論》，香港︰南華日報社，1939年。

4  鄧心旦：〈政治家與英雄〉，《中華日報》（上海）1939年10月6日，第1張第3頁。

5  有論者指出，《南華日報》的“和戰問題”討論，着重鼓吹的是“中國目前與日本謀和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中華日報》的記者和編輯用假名冒充讀者，“發出響應和擁護汪派‘和運’的‘呼聲’”。參見余子道、曹

振威、石源華、張雲：《汪偽政權全史》（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53、857－858頁。

6  佐佐木健兒：〈新中國的新聞通訊問題〉，《華北新聞記者講習會講義錄》，1940年，第2頁。（中國國家圖書

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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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報》通過刊登批判“和”論的文章以及堅持“抗戰”的言論，以彰顯自己“中立”立場。

抗戰時期中國國力遠不及日本，在日本的“和平”攻勢下，部分澳門讀者僅看到眼前的緊張

局勢和生活的日益窘迫，悲觀情緒在這部分讀者中蔓延滋長，他們極度渴望“和平”。但是必須

注意的是“和平”論者的身份，他們是真讀者還是漢奸文人？抑或兼而有之？以目前的資料尚難

作出區分。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無論“和平”論者是誰，他們的言論都會帶來極大危害，如羅

瑛所言“對我國抗戰前途，大有妨礙”。

“和平”問題，在抗戰時期的中國是一個敏感的話題，在國統區和大後方“抗戰到底”是

政治正確的基本要素，在淪陷區“和平建國”是政治正確的基本要素，“抗戰到底”與“和平建

國”在國統區和淪陷區相互排斥，難以共存。“中立區”澳門《華僑報》標榜以“中立”立場辦

報，不僅“抗戰到底”和“和平建國”的言論都有發聲空間，還產生頗為激烈的論戰，這是在

國統區和淪陷區所難以見到的現象。通過對“中立區”澳門的輿論考察，更能真切地觀察國人對

“抗戰”和“和平”認識的真實想法，畢竟國民政府對澳門的影響力有限，民眾在發表相關想法

時，顧忌的因素相對較少。即便如此，通過這場論戰，身處澳門的各界民眾積極批判“和平”言

論，堅定“抗戰”信心，最後對甚麼是真正的“和平”，以及“抗戰”的必要性和“抗戰”前途

有更清晰的認識，清楚地認識到“日人一日不退出中國，我們也一日沒有和平”。 1  這彰顯出中

華兒女“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使命感，表明澳門民眾的抗日救亡意識沒有因為置身戰火之外有

所減弱。

[責任編輯　陳超敏]

1  蕭守堅：〈我們需要爭取正義的和平，和戰後的自由平等〉，《華僑報》（澳門）1943年6月23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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